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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权的保障与阻断：读《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

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刘如梦（上海大学） 

1582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拉开了中西交流新的序幕。以利玛

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们为打开在中国的传教之门，一方面采取“文化适应性”的

策略，另一方面，采用学术传教的手段，双管齐下，以期赢得中国士大夫及统

治者的支持，希望自上⽽下，最终达到皈依中华的目的。其中，学术传教的手

段即以“科学充当诱饵的作用”1，通过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赢得士人乃至

统治者的青睐与信任。在传教士传播的西方科学知识中，为中国统治者所重视

的天文学知识最为丰富。 

对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中的政治、权力等因素的研究，学界已多有论述，

如张柏春《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指出朝廷的政权状况、皇帝的态度和开明与

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马伟华

《历史宗教与皇权》认为，适应明清时期的皇权政治是保障耶稣会士在华顺利

传教的根本，同时，皇权的态度决定了历法改革和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命运。3江

晓原《欧洲天文学在清代社会中的影响》指出，导致中国天文学未能继续前进

 
1 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87

页。 

2 张柏春：《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340 页。 

3 马伟华：《历史、宗教与皇权：明清之际中西历法之争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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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皇家天文学的“政治巫术”性质。1 

上述研究虽然对明清天文学在华传播背后的政治、权力因素作了一定的探

讨，但并不够全面细致。本书作者长于中西文献互证，广泛收集了国内外的相

关文献资料，其中有些资料是前人所未注意到的文献，如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所

藏汤若望《天文实用》、巴黎天文台所藏《御制历象考成表》、巴黎天文台藏

洪若天文观测手稿等，通过对发现的中西文献的相互补正，就观星台事件、

1711 夏至日影观测事件、蒙养斋算学馆成立等个案事件抉微发覆，较系统地呈

现出了顺治至道光年间欧洲天文学在华传播的历程，其中，康熙一朝尤为本书

的研究中心，作者的研究显示出康熙帝运用其至高无上的皇权，既保障了西方

天文学在华的传播，又阻断了西方天文学在华的进一步传播。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入华之际，正逢中央王朝改历、修历需求颇为凸显之时，

然⽽，参照西历进行改历、修历无论是在明末还是在清初，都充满着争议、斗

争。2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中国古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等活动，本就被

认为事关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修订立法，不仅仅是一项学术性的活动，还是一

项政治性的活动；另一方面，携教入华的传教士深为保守士人所忌惮，在保守

士人看来，天主教并非中土圣人之教，西洋人入华动机在“谋人之国”，因此“宁

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

日食多在晦日，⽽犹享四百年之国祥；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

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祸发之无日也”。以杨光先为代表的保守人士对西

洋人的仇视可见一斑。3西方天文学在华的传播，注定杂糅着政治、权力、宗教

等多重因素。 

在推行西方历法备受争议的情况下，康熙帝保障西法在华的推行，又出于

 
1 江晓原：《欧洲天文学在清代社会中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 年第 6 期，第 37—43 页。 

2 参见肖清和：《科学或者迷信：清初中国历书之争》，《济南大学学报》2021 年第 1 期，第 77 页。 

3 杨光先：《不得已•日食天象验》，清抄本，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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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动机呢？作者认为，历法之争是康熙学习西方科学的直接原因。事实

上，康熙初年，西洋历法优于传统历法，已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采用西洋历法，

对于初创帝国的稳定与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书中详细介绍了康熙年间三次

日影观测事件，分别为 1668 年午门日影观测事件、1692 年乾清宫日影观测事

件和 1711 年夏至日影观测事件。其中，南怀仁所代表的西洋历法在 1668 年午

门日影观测中获胜，验证了西法较之传统历法的准确有效，最终促成了历法之

争的翻案，奠定了西洋历法的主导地位，此次日影观测事件也激发了康熙帝对

于西学的兴趣。此外，作者指出，康熙帝“重视科学，不仅仅出于兴趣和治理国

家的需要，有时还出于权术的考量”。书中详细考察了 1692 年乾清宫日影观测

事件和 1689 年观星台事件的始末，揭示了康熙皇帝煞费苦心地运用西方科学新

知以达到慑服、控制汉族大臣的企图。这两起由康熙帝精心导演的事件，塑造

了康熙帝精通历算知识“圣明天子”的形象，“直到 1702 年，康熙帝还说‘汉人于

算法一字不知’”。1西洋天文新知被康熙帝利用为巩固自身权力的工具。 

那么，康熙帝是如何保障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的呢？本书展现了康熙帝保

障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所做出的多种努力，包括重用、延揽南怀仁等耶稣会士；

成立蒙养斋算学馆；培养本国算学人才；开展历法改革以及进行大地测量等等。

可以说，为保障西方科学知识在华的传播，康熙帝提供了包括政策、财力、人

力等多方面的支持，其对吸收西方科学所展现出的兴趣和所做出的努力，毋庸

置疑是明末至清末的历代帝王所不及的。 

在康熙帝的保障之下，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的情况又如何呢？在作者看来，

康熙朝是中西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中西交流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时期，

“新知识大量传入，不仅有哥白尼、开普勒学说，还有卡西尼、腊羲尔的新观测

结果，大量科学仪器也随之传入，玻璃、珐琅等技艺也在宫廷得到仿制”。2 然

 
1 参见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2018 年，第 89 页。 

2 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2018 年，第 230—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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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现科学近代化的目标，并没有在康熙时代来临，甚至康熙时代之后，

中西交流一度陷入近乎停滞的状态。在作者看来，“科学的近代化关乎传播和接

受两个方面”，“接受方对西学的态度如何也影响了科学的传播。首先，作为皇

帝，康熙的态度最为重要”。1 

那么，康熙帝在保障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的同时，又为何会在很大程度上

阻断了西方天文学在华的传播呢？从本书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数点原因，其一：

康熙帝吸收西方天文学，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提高自己作为满族君主的文化权威，

从⽽更好地控制汉族臣子、士人，他并不想将西方新知及时传入社会大众；其

次，“西学中源”说在康熙帝的宣扬下，成为庙堂之说，影响了梅文鼎、梅文鼎

之孙梅瑴成、何国宗等宫廷文人，这些宫廷文人又转⽽影响了乾嘉学派的代表

人物钱大昕等，完成了对西学态度从朝廷到江南的转变，“西学中源”说助长了

国人盲目自大的情绪，妨碍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独立地、深度地传播；最后，西

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深受康熙帝个人兴趣的影响，然⽽，这种个人的兴趣最终

并没有使得中国科学的发展走向制度化。一方面，康熙帝以个人理解、好恶对

西学新知妄加褒贬，限制了西学的传入，另一方面，康熙帝也无意于彻底仿效

西欧，如法国皇家科学院，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制度。雍正往后，清朝帝王对

于西学的兴趣日益淡薄，西方科学在华不再受到重视，中国与欧洲科学的差距

也随之不断拉大。 

从本书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康熙帝面对西方天文学时复杂、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康熙帝欲利用西方天文学作为操控、慑服汉族臣子的手段，另一方面，

他又动用皇权为“西学中源”说张目，著《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一文，声称西

历传自中国。康熙帝为何呈现出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作者认为，康熙帝此举

在于平息由中西学说不同⽽产生的争论，为学习西学寻找借口。2或许这种心理

 
1 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2018 年，第 233 页。 

2 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2018 年，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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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源于康熙帝对自身“道治合一”即“君师合一”圣王形象的塑造。为塑造这种形象，

“除了推崇理学、尊孔祭孔等一系列对儒家文化信仰的昭示，还需在文化、理论

层面胜过“道统”一贯的执掌者——士大夫阶层”，“除了对儒家文化勤学不辍，学

习与掌握西方科学也在康熙帝塑造‘知识权威’形象的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1如果我们以这种视角去审视，那么康熙帝在日影观测事件、观星台事

件中的种种“好为人师”的表现，似乎便可以理解了。康熙帝在中国传统历算知

识之外学习西方天文知识，又反⽽将西方天文知识纳入中国传统历算知识的范

畴，其目的便在于证明自身虽出于异族，但君临华夏却具备了超过士大夫阶层

所拥有的道统知识储备，足够有“为君为师”的资格。《清史稿》称康熙帝“圣学

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2可见康熙帝对自

身形象塑造的卓有所成。 

本书引发我们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康熙帝的皇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

保障和阻断西方天文学在华的传播？康熙帝是否曾经真的有机会在他的“乾纲独

断”之下实现中国的科学近代化？康熙帝时期西方科学在华传播热闹一时，但随

着康熙帝的逝世，迅速偃旗息鼓，颇有人走茶凉之感。分析明清时期的社会环

境，似乎还不具备接纳西方天文学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的大量传入的条件，西方

天文学知识的传入“……受到了来自当时文化、政治、学术氛围、学者们的价值

取向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新的天文学知识观念，“……势必会引起传统知识体系

的混乱”。3⽽当时的中国社会，也不具备吸收、应用西方科学，继⽽实现科学

知识再生产的社会条件，西方天文学传入后，只是在宫廷科学家、知识分子和

 
1 刘溪：《 “西学中源”说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形象的构建》，《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 第 10 期，第 72—77

页。 

2 赵尔巽：《清史稿•本纪八圣祖本纪三》，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第 174 页。 

3 王广超：《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关于岁差理论之争议与解释》，《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63—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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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人中得到认识，距离在民间社会的广泛应用，创造财富价值还为时尚早。

康熙帝自身的兴趣勃发、勤学不辍，可能为西方科学的在华传播掀起了一时的

波澜，但真正改变中国科学发展的轨迹，似乎凭借其至高无上的皇权也是无法

办得到的。 

作者在书中对以上两个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但这并不妨碍本书的

学术价值。本书除在宏观上展示了顺治至道光年间，尤其是康熙时代天文学在

华传播的整体情况外，还通过中西史料互证，梳理史实，对发生在康熙年间的

一些重要历史史实作了考证。作者揭示了观星台事件与理学名臣李光地培养西

学兴趣之间的关系，观星台事件中，汉族重臣李光地为讨好康熙帝却适得其反，

遭到康熙帝的斥责，为迎合康熙帝对天文历算的兴趣，李光地遂⽽向梅文鼎学

习天文历算知识，并最终再次赢得了康熙帝的赏识。作者对照西文文献，指出

中文文献《历象本要》中所记载的“壬午（1702）冬，銮舆南巡，命皇子领西洋

筹人，自京城南至德州七百余里，立表施仪，密加测望”中的西洋筹人，即指耶

稣会士安多，揭示了安多在子午线测量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者还通过对安

多《数学纲要》、黄百家《学箕三稿》的考察，指出黄百家所记录的哥白尼学

说应系安多所介绍。作者通过研究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的“誓状”、“公书”等史料，

详细再现了“礼仪之争”中耶稣会士向钦天监奉教天文学家取证的史实，探究了

“礼仪之争”中奉教天文学家对祭祖、祭孔的看法，并且，通过研究被译成拉丁

文的“誓状”，作者指出了黄一农《被忽略的声音》一书中的一处错误，黄一农

在该书中认为焦保禄是焦应旭，作者指出焦保禄为焦秉贞，⽽非焦应旭。 

作者长于宫廷史的叙述，通过中西史料的互证，将隐藏在西方天文学在华

传播背后的宫廷政治、权力斗争历史娓娓道来，并对这段历史中传教士、君臣、

士人等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作了详尽的考察，从文化传播者与接受者两

个角度，客观呈现了这段中西交流史。本书截取叙述的时间段虽在明末到道光

年间，嘉庆、咸丰年间欧洲科学新知在沿海城市的传播以及被不断更新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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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也在附录二《新教传教士与天文学的传播》中略有叙述，但其叙述重点仍

为康熙一朝，康熙一朝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情况占据了本书绝大部分篇幅。因

此，本书有助于读者系统客观地认识康熙年间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情况，也有

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康熙帝在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指出以往有学者认为耶稣会士所传播的科学是过时的、落后的观点是

显然过于简单化的，应当说作者这种评价是客观公允的。张柏春就曾指出，传

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要比中国人实际接受得多。1江晓原则指出，明清时代欧

洲天文学在华传播一度使中国接近了欧洲天文学发展的前沿，哥白尼学说等最

新的欧洲天文学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及时引进了。2在康熙帝皇权的保障之下，

当时欧洲天文学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那么中国又为什么没有在康熙时代

走向科学的近代化？这其中，康熙帝皇权所扮演的保障与阻断双重角色令人深

思。 

 

 

 

 

 

 
1 张柏春：《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347 页。 

2 江晓原：《欧洲天文学在清代社会中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 年第 6 期，第 37—43 页。 


